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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金国敏  李  丹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上海 200234) 

摘  要  慈悲冥想是一类旨在培养对自己和他人无条件的善意与同情的冥想练习方法, 主要包括慈心禅和怜

悯禅修。诸多研究表明, 慈悲冥想可以促进练习者的利他行为。就影响机制而言, 慈悲冥想可能是通过增强对

他人不幸的共情反应, 促进情绪的有效调控和提高亲社会动机来影响练习者的利他行为。未来的研究需选择

更具生态效度的利他行为测量方法, 深入挖掘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动态神经加工过程, 并尝试将慈悲冥

想应用于临床群体。 
关键词  慈悲冥想; 利他行为; 共情; 情绪调节; 亲社会动机 
分类号  R395; B849:C91 

1  引言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自愿帮助他人

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行为 ( 李丹 , 黄芸 , 
1996)。作为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 利他行为不

仅对受助者及社会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还给助

人者自身带来诸多益处(Park et al., 2017; 谢晓非, 
王逸璐, 顾思义, 李蔚, 2017)。因而, 如何促进个

体的利他行为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以往的研

究大多采用共情、感恩训练等方式对个体的利他

行 为 进 行 干 预 。 近 些 年 , 慈 悲 冥 想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LKCM)作为

一种促进利他行为的有效方法受到了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Luberto et al., 2018; Ricard, Lutz, & Davidson, 
2014)。 

冥想 (meditation)是一种起源于东方宗教的

禅修方式, 可被定义为调节注意力和情绪的一系

列复杂方法(Tang, Hölzel, & Posner, 2015)。慈悲

冥想则是一类旨在训练对自己和他人无条件的

善意与同情的冥想练习方法 , 主要包括慈心禅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和怜悯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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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Meditation, CM)。在佛教修行中 , 
LKM 和 CM 常常被混用, 在许多心理学研究中亦

是如此(Hofmann, Grossman, & Hinton, 2011)。两

者主要差别在于, 在通过专注呼吸等方式集中注

意力后, LKM 是让练习者想象一个使自己感到温

暖或安全感的人, 通过某些祝福语(如“祝你拥有

自己的快乐”)来表达对他人无条件的爱与善意(彭
彦琴, 2018; 曾祥龙, 刘双阳, 刘翔平, 2013); CM
则让练习者想象一个经历痛苦遭遇的个体, 并对

他人不幸遭遇保持不评判的觉察态度, 继而通过

某些祝福语(如“愿你从痛苦中解脱”)向他人表达

发自肺腑的同情(Hofmann et al., 2011; Shonin, van 
Gordon, Compare, Zangeneh, & Griffiths, 2014)。 

大量研究表明, 慈悲冥想能够提升练习者对

陌生人的积极态度, 减少群体偏见, 激发利他行

为 (Böckler, Tusche, Schmidt, & Singer, 2018; 
Hutcherson, Seppala, & Gross, 2008; Kang, Gray, & 
Dovidio, 2014; Klimecki, 2019)。然而, 慈悲冥想

通过何种途径对练习者的利他行为产生作用, 这
一科学问题至今仍未有研究者进行过系统的论

述。随着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 研究者对

慈悲冥想后效背后的脑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取
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Dahl, Lutz, & Davidson, 
2015; Dahl, Lutz, & Davidson, 2016; Engen & 
Singer, 2016; Fox et al., 2016)。本文首先将概要总

结慈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并从认知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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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视角对其中的潜在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最后

依据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慈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近 10 年来围绕慈悲冥想和利他行为开展的研

究大多采用行为实验的方式, 通常使用经典的经济

学博弈游戏(如独裁者博弈)和情景模拟法(如慈善

捐款和提供帮助)来评估慈悲冥想者的利他行为。 
McCall 等人采用独裁者博弈及其变式考察慈

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相比无冥

想经验的新手 (meditation-naïve), 具有长期慈悲

冥想经验的被试(long-term meditation practitioners, 
LTPs)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分配 , 会表现出更低的

愤怒水平 , 因此更少地惩罚 “独裁者” (McCall, 
Steinbeis, Ricard, & Singer, 2014)。说明长期的慈

悲冥想训练可有效缓解修行者消极的情绪反应 , 
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利他性; 当他们作为第三方, 
在目睹游戏中“独裁者”对接受者的不公平分配时, 
会更多利用手中的代币补偿接受者 , 而在惩罚

“独裁者”方面与冥想新手无显著差异, 两组被试

都会更多地惩罚“独裁者”对接受者的不公平分配, 
且均会随着不公平分配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惩罚强

度。说明长期的慈悲冥想不仅能够提高修行者的

同情水平, 使他们更多关注接受不公平分配的受

害者; 而且会使修行者坚持公平准则, 不惜损害

个人利益而维护公平规范。以上研究通过新手与

LTPs 的对比揭示了长期的慈悲冥想训练对利他

行为的促进作用。那么短期的慈悲冥想训练是否

也能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 
有研究发现 8 分钟的 LKM 训练使得练习者

在随后的独裁者博弈中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另一

方(Reb, Junjie, & Narayanan, 2010)。无独有偶, 
Weng 等人采用再分配博弈以及第三方惩罚和补

偿任务也得出了与上述一致的结论。与对照组(认
知重评训练)相比, 接受两周(30 分钟/天) CM 训练

的被试更有可能将手中的代币用于调整“独裁者”
对接受者的不公平分配以及补偿接受者上(Weng 
et al., 2013; Weng, Fox, Hessenthaler, Stodola, & 
Davidson, 2015)。另外, Leiberg 等人的研究将 60
名无冥想经验的健康成人被试分为冥想组和控制

组, 分别接受 1 天(6 小时)的 LKM 练习和记忆训

练, 并鼓励两组被试在接下来的 7 周, 每天进行 1
小时的家庭练习。采用新近开发的苏黎世亲社会

游戏(Zurich Prosocial Game, ZPG)评估两组被试

的利他行为。结果发现, 与控制组相比, 冥想组被

试前后测的利他行为显著增加, 且自我报告的训

练时长能够正向预测游戏中的利他行为(Leiberg, 
Klimecki, & Singer, 2011)。近期有研究借助多个

实验范式系统考察了慈悲冥想与利他行为的关系

(Böckler et al., 2018)。结果发现, 接受过 3 个月

LKM 训练的被试在独裁者博弈、社会折扣任务

(Social Discounting)、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cale, SVO)等任务中表

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且自我报告的亲社会性显

著提高。这些结果均表明, 短期慈悲冥想训练能

够提升个体的利他行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者进一步探究慈

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能否迁移到日常的社交

情景中。结果发现, 接受 8 周 CM 训练的被试比

等待组被试在面对他人痛苦时表现出更多的主动

让座行为(Condon, Desbordes, Miller, & DeSteno, 
2013)。随后, Jazaieri 等人(2015) 对 51 名成人被

试开展了为期 9 周的怜悯心培养训练(Compassion 
Cultivation Training, CCT, 基于 LKM 和 CM 改编

的训练项目), 发现被试在干预过程中以及干预结

束后的 10 天内 , 自我报告的心智游离 (mind 
wandering)中不愉快内容显著减少 , 日常生活中

对自己和他人的关怀行为显著增加。此外, 也有

研究发现 CM 和 LKM 显著提高了练习者的慈善

捐助金额 (Ashar et al., 2016; Galante, Bekkers, 
Mitchell, & Gallacher, 2016)。综上可知, 慈悲冥想

对个体的利他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  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认知神经

机制 

由前文论述可知, 慈悲冥想与利他行为的关

系紧密。那么 , 慈悲冥想是如何影响利他行为的

呢？研究者普遍认为 , 对他人不幸的共情反应、

情绪的有效调控以及亲社会动机在利他行为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Batson, 2012; 
Eisenberg, 2000; Eisenberg, VanSchyndel, & Spinrad, 
2016)。相应的脑成像结果表明, 利他行为的产生

需要共情网络(Tankersley, Stowe, & Huettel, 2007; 
Tusche, Böckler, Kanske, Trautwein, & Singer, 
2016)、情绪调节网络 (Hutcherson, Bushong, & 
Rangel, 2015;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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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2003) 及 奖 赏 网 络 (Harbaugh, Mayr, & 
Burghart, 2007; Hein, Morishima, Leiberg, Sul, & 
Fehr, 2016)的参与。由此推测, 慈悲冥想对利他行

为的影响也会通过上述心理过程及其相应脑区来

起作用。因此,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论述慈悲冥想

对这三个心理过程及其脑网络的影响。 
3.1  慈悲冥想增强练习者对他人不幸的共情反应 

共情−利他假说(Batson, 2012)认为 , 当他人

处于困境时, 旁观者产生的指向受助对象的共情

能够提升个体的利他动机, 进而激发利他行为。大

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共情对利他行为的重要影

响。例如, 丁凤琴和陆朝晖(2016)基于 76 项研究、

20352 名被试的元分析发现,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

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38)。 
如前所述, 无论 LKM 还是 CM, 都要求练习

者想象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个体或正在遭受痛苦

的受难者, 并感受他们的心理状态。这种视觉想

象技术可以提高练习者的情绪共享、心理理论等

与共情反应相关的能力, 并引起相关脑区激活水

平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Mascaro 等人采用眼神读心测验(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 RMET)和 fMRI 技术考察了基于

认 知 的 怜 悯 训 练 (cognitive-based compassion 
training, CBCT, 基于 CM 改编的干预项目)对个体

心理理论能力(ToM)的影响。RMET 任务包括 36
张眼部照片, 每张照片有 4 个心理状态词语可供

选择。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选择一个最能描述照

片主人公想法或感受的词语。结果显示, 与控制

组相比, 参与 8 周 CBCT 训练的被试前后测的

RMET 任务正确率显著提高 , 并伴随着额下回

(IFG)和背内侧前额叶(dmPFC)激活水平的提升。多

重回归分析发现, 训练前后 IFG 和 dmPFC 激活强

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 RMET 任务上正确

率的提升(Mascaro, Rilling, Tenzin Negi, & Raison, 
2013)。以往研究表明, IFG 是情感共情的特异性

脑区, dmPFC 与认知共情, 特别是 ToM 能力密切

相关(Kanske, Böckler, Trautwein, & Singer, 2015; 
Lieberman, 2007)。因此, 行为实验和脑成像的结

果均提示, CBCT 能够提高练习者对他人心理状

态的推断能力。 
另外两项早期的 fMRI 研究发现, 同处慈悲

冥想状态时, 与新手相比, 有经验的冥想者对带

有负性情绪效价的声音(如孩子的啼哭声)更敏感, 

表现为其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前扣带

回(ACC)、右侧颞顶交界处(TPJ)和右后侧颞上沟

(pSTS)等共情特异性脑区有更高的激活强度(Lutz, 
Brefczynski-Lewis, Johnstone, & Davidson, 2008; 
Lutz, Greischar, Perlman, & Davidson, 2009)。以上

结果说明, 长期的慈悲冥想训练能够影响大脑中

共情网络的活动, 从而增强练习者对情绪性刺激

的识别和理解。此外, 有研究直接考察了慈悲冥

想影响利他行为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 冥想者

在观看他人遭受痛苦时顶下小叶 (IPL)的激活与

其在之后的再分配博弈中展现的利他行为呈显著

正相关(Weng et al., 2013)。IPL 是大脑镜像神经元

系统(MNS)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共情模仿过程

(Shamay-Tsoory, 2011)。 
综上所述, 慈悲冥想训练增强了情感共情相

关脑区 (如 ACC、 IFG)和认知共情相关脑区 (如
vmPFC、TPJ)的激活, 提高了练习者对他人不幸的

共情反应, 从而为利他行为的产生提供重要前提。 
3.2  慈悲冥想促进练习者对情绪的有效调控 

尽管共情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相互合作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但过度分享他人的消极情绪会导

致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并阻碍利他行为的

产生(Singer & Klimecki, 2014)。具体而言, 当看到

他人遭受不幸时, 个体会与他人在情感上产生共

鸣。这种“感同身受”会给个体带来替代性的痛苦

体验, 当个体不能较好地调节自身过高的情绪唤

醒水平时, 便会导致个人痛苦, 使得个体将认知

资源转向内部来处理自身的情绪感受, 从而阻断指

向外部的利他行为的产生(De Waal & Preston, 2017; 
Eisenberg & Eggum, 2009)。因此, 只有共情似乎

不足以激发利他行为, 情绪调节在利他行为的产生

过程中亦十分重要。不少研究也发现, 情绪调节

能力强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得更为利他(Clay 
& de Waal, 2013; Song, Colasante, & Malti, 2018)。 

研究显示, 慈悲冥想训练对情绪具有调节作

用, 能够降低个体在共情时产生的消极情绪, 类
似于前文提及的个人痛苦 (Klimecki, Leiberg, 
Ricard, & Singer, 2014; Weng, Lapate, Stodola, 
Rogers, & Davidson, 2018)。例如, Klimecki 等人

(2014)的研究发现 , 共情训练提高了被试在观看

他人遭受不幸的视频时的消极情绪 ; 与此相反 , 
随后的慈悲冥想训练则降低了被试对相似视频材

料的消极情绪, 并使之恢复至基线水平。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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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脑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探讨了慈悲冥想对

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的影响。在脑结构变化方面 , 
研究结果表明, 长期的慈悲冥想者右侧角回与右

后侧海马旁回的灰质体积, 以及左侧腹外侧前额

叶皮层(vlPFC)和前脑岛(AI)的皮层厚度均显著大

于非禅修者(Engen, Bernhardt, Skottnik, Ricard, & 
Singer, 2018; Leung et al., 2013)。这些都是与情绪

调节密切相关的脑结构, 其中海马旁回可以调节

杏仁核的活动, 卷入情绪加工过程; vlPFC 则参与

外显知觉层面的情绪调节(Etkin, Büchel, & Gross, 
2015)。以上结果均从横向研究中得出, 因而不能

确定慈悲冥想与脑结构改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近期, Valk 等人(2017)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 发现

被试在接受为期 3 个月的社会情感训练(以 LKM
为核心训 练 内容 ) 之后 , 背外侧前 额 叶皮层

(dlPFC)、脑岛、左扣带回及双侧海马旁等脑区皮

层厚度增加。一般而言, 这些脑区与情绪调节和

共情活动有关。说明慈悲冥想能够影响神经可塑

性 , 增加情绪调节等相关脑区的灰质密度或体

积。值得注意的是, 脑结构的改变并非必然反映

在其功能变化上, 因此需对功能变化进行研究(徐
富明, 李燕, 邓颖, 史燕伟, 刘程浩, 2016)。 

在脑功能变化方面, Weng 等人(2013)采用随

机对照实验和 fMRI 技术的研究发现, 在观看描

绘他人痛苦境遇的图片时, 接受过 CM 训练的被

试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强度显著上升, 杏仁核

激活强度显著下降, 且两者存在相关关系。杏仁

核在威胁信号的注意捕获和负性情绪的加工中扮

演关键角色, 而前额叶对杏仁核具有自上而下的

调节作用(Gold, Morey, & McCarthy, 2015)。这一

结果说明了慈悲冥想可能是通过增强前额皮层对

边缘系统的调控来降低个体在面对他人不幸时产

生的过度唤醒, 这有助于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之

后, Ashar 等人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在聆听

他人不幸经历的故事录音时, 与对照组相比, 接
受过 4 周线上 CM 训练的被试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vmPFC)激活水平提高 , 自我报告的个人痛苦降

低, 并在之后将更多的实验所得报酬捐献给故事

中的主人公。同时, vmPFC 激活水平的变化与慈

善捐助金额呈显著正相关(Ashar, Andrews-Hanna, 
Dimidjian, & Wager, 2016)。一般而言, vmPFC 主

要负责建构刺激的情感和社会意义, 该区域的功

能失调与许多情绪障碍有关 (Motzkin, Philippi, 

Wolf, Baskaya, & Koenigs, 2015)。上述结果表明, 
慈悲冥想能够促进练习者对负性情绪的有效调控, 
并提高个体的利他性。 

总之, 慈悲冥想训练会导致前额叶、脑岛、海

马等脑结构皮层厚度和激活模式的改变, 提高了

练习者的情绪调节能力, 使得个体在面对他人不

幸时保持适度的情绪唤醒水平, 降低了共情反应

中的个人痛苦, 从而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 
3.3  慈悲冥想提高练习者的亲社会动机 

动机支配人类的目标导向行为 (Hein et al., 
2016)。许多研究发现, 慈悲冥想训练提高了练习

者的亲社会动机, 包括对受害者的同情、归属感

(affiliation)等(Galante, Galante, Bekkers, & Gallacher, 
2014; Rosenberg et al., 2015; Trautwein, Kanske, 
Böckler, & Singer, 2020)。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冥想

过程中, 练习者对想象对象的祝福提升了其感知

到的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on)和同情体验 , 激
发了练习者的亲社会动机, 这直接推动利他行为

的产生。 
脑成像的研究表明, 慈悲冥想者在加工他人

不幸线索时奖赏环路显著激活。例如, 采用不同

情绪唤醒度的视频作为实验刺激的研究发现, 在
观看他人遭受不幸的高唤醒度视频时, 无论是经

历过慈悲冥想训练的新手还是有经验的慈悲冥想

老手, 与对照组相比, 他们的腹侧纹状体(VS)、内

侧眶额皮层(mOFC)、中脑腹侧被盖区(VTA)等脑

区激活显著增强, 自我报告的积极情绪显著提高

(Engen & Singer, 2015; Klimecki, Leiberg, Lamm, & 
Singer, 2013; Klimecki et al., 2014)。这些脑区都是

大脑奖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个体体验到的

社会联结以及对他人的爱、善意与同情等亲社会

取向的积极情感和动机有关(Bartels & Zeki, 2004; 
Eisenberger & Cole, 2012; Klimecki, 2015)。此外, 也
有研究发现慈悲冥想训练使得练习者在观看他人

痛苦的图片时 ,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 伏隔核

(dlPFC-NAcc)功能连接显著增强, 且该环路的增

强能够正向预测个体在之后博弈游戏中的利他行

为(Weng et al., 2013)。NAcc 不仅在奖赏加工中扮

演关键角色, 同时还接受来自前额叶皮层等区域

的纤维传入, 深度参与个体的行为选择以及对动

机相关刺激的趋近过程(Floresco, 2015)。 
以上研究表明, 面对他人的痛苦遭遇, 慈悲

冥想者的奖赏网络有更高的激活强度, 这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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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冥想者对于帮助他人脱离痛苦而获得内心温

暖和满足的期待, 激发冥想者的亲社会动机, 产
生利他行为。 
3.4  小结 

整合以往的实证研究与理论依据可发现, 共
情、情绪调节以及亲社会动机在慈悲冥想促进利

他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 也可以

看到上述三个心理过程可能是通过协同作用来促

进利他行为。具体表现为：首先, 面对他人不幸, 
慈悲冥想训练可以增强顶下小叶、前扣带回、颞

顶交界处等共情网络的活动, 这促进了冥想者对

受害者情绪状态的识别和理解, 为利他行为的产

生提供重要前提; 其次, 慈悲冥想训练可以增加

前额叶皮层、海马旁回等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的皮

层厚度和激活强度, 并降低杏仁核的活动。这减

弱了冥想者在上述共情反应中产生的个人痛苦 , 
使得冥想者将注意维持在受害者身上, 为同情等

他人取向动机的产生和维持提供必要条件; 最后, 
慈悲冥想训练增强了腹侧纹状体、内侧眶额皮层

等奖赏网络的活动。这有助于增加冥想者对帮助

他人而获得自身愉悦体验和内心满足的奖赏预期, 
促进练习者对受难者产生诸如同情、关怀等亲社

会动机和情感。总体而言, 慈悲冥想训练在帮助

练习者维持与受难者较高的共情联结的同时, 降
低了练习者共情反应中的个人痛苦, 提高了练习

者对受难者的同情水平, 进而使练习者表现出更

多的利他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人类的利他行为是错综复杂

的 , 需要多种心理过程的协同作用 (Gluth & 
Fontanesi, 2016; Marsh, 2019)。慈悲冥想对利他行

为的作用很可能也是多方面影响的产物, 仅用上

述三个心理过程是难以完全解释的。近期 , 
Grossmann 等人采用眼动技术的研究发现, 婴儿 7
个月时对描绘他人痛苦的恐惧面孔的注意偏向能

够正向预测其 14 个月时表现出的利他行为

(Grossmann, Missana, & Krol, 2018)。这一研究初

步揭示了利他行为的早期注意机制。因此, 今后

的研究可从注意控制、执行功能等视角进一步拓

宽和丰富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建立一个完善的可供检验的理论模型。 

4  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 可以发现研究者对慈悲

冥想影响利他行为及其潜在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取样、测

量工具和研究手段上仍存在不少丞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展开: 

首先, 选择更具生态效度的利他行为测量方

法。在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研究领域中, 研
究者主要采用传统的经济博弈游戏和情境模拟法

来评估冥想者的利他行为。这种传统测量方式缺

乏生态效度, 一方面实验室测量的利他行为与实

际生活情境中的利他行为存在一定差距, 另一方

面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结果也都是慈悲冥想的短期

影响效果, 无法明确慈悲冥想对练习者利他行为

的长期作用。新近有学者采用动态评估技术测量

被试的利他行为。例如, Morelli 等人采用日记追

踪法(daily diary)研究共情的神经成分与亲社会行

为的关系。他们要求被试连续 14 天每天晚上填写

线上调查表, 内容包括延迟关闭电梯门、询问某

人是否需要帮忙等日常亲社会行为。结果发现 , 
被试在不同类型的共情反应中隔区(septal area)的
激活与 日常 助人行 为呈 显著正 相关 (Morelli, 
Rameson, & Lieberman, 2014)。因此, 未来研究不

妨采用日记追踪法、生态瞬时评估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等生态效度更高的

动态评估技术, 收集冥想者在现实工作生活中真

实的利他行为数据, 通过纵向动态研究了解变量

间的关系。 
其次, 深入挖掘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动

态神经加工过程。先前的研究基于功能特化的思

想, 基本明确了共情网络、情绪调节网络和奖赏

网络在冥想者利他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然

而, 人类大脑是一个网络式分布的动态信息加工

系统, 上述脑区并非各自单独地发挥作用 , 更有

可能协同合作促进利他行为。而目前的研究无法

揭示这些脑区在利他行为中的动态神经活动以及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

将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 ERP、EEG 与具有高空间

分辨率的 fMRI 相结合获取多模态数据, 从功能

连接、结构连接等角度出发, 使用动态因果模型 
(Dynamic Causal Modelling, DCM)探究慈悲冥想

影响利他行为的动态加工模式。 
最后, 可以尝试将慈悲冥想训练应用于临床

群体。许多精神障碍患者都存在共情能力缺失和

利 他 行 为 减 少 的 问 题 。 以 品 行 障 碍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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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CD)青少年为例 , 研究表明品行障碍青

少年往往具有精神病态特质, 包括冷酷无情特质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 和 冲 动 反 社 会 特 质

(impulsive-antisocial trait)。前者的主要特点为对

他人冷漠、缺乏共情和同情, 体现在面对他人痛

苦信号时, 涉及共情的杏仁核、脑岛等脑区激活

减弱; 后者则与攻击和暴力等反社会行为紧密联

系, 主要表现为奖赏网络对奖赏结果的反应性降

低, 使得患者需要更强的刺激来达到适宜的唤醒

水平, 从而导致冲动行为(Blair, 2013; Rogers & 
de Brito, 2016)。如前文所述, 慈悲冥想训练可以

提高个体的共情和同情水平, 增加他们的亲社会

性和利他行为, 但已有研究对象基本都是正常人

群。那么, 慈悲冥想训练是否也能为诸如品行障

碍等临床群体带来相似的效果, 从而改善其精神

病理性症状以及脑区激活异常, 这是未来值得研

究且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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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on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its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JIN Guomin; LI D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is a type of meditation practice that aims to cultivate 
the unconditional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for oneself and others. Specifically, interventions related to such 
meditation practice mainly include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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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LKM and CM can promote practitioners’ altruistic 
behaviors. By reviewing its mechanisms, LKM and CM seem to influence practitioners’ altruistic behaviors 
by enhancing their empathetic responses to others’ distress, promot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mproving 
prosocial motivation. Future research would benefit from selecting more ecologically valid measurements of 
altruistic behaviors, further exploring the dynamic neural processes of how LKM and CM influence on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applying the practice of LKM and CM to clinical populations. 
Key word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altruistic behavior; empathy; emotion regulation; 

prosocial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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